
 

 

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思想的战略逻辑
−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毛泽东论述为中心

伍山林1，2，李宗圆1

（1.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2.  上海财经大学 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433）

摘   要：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针对我国国情并且借鉴列宁和斯大林的工业化思想以及

苏联工业化经验，毛泽东提出以“三个并举”为主要内容的工业化思想体系。基于首重安全和兼顾发

展的战略逻辑，我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凭借这一战略，我国到改革开放前建立了独立和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在工业化过程中存在效率偏低和结构失衡等问题。这种战略逻辑分析有助

于理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工业化思想的核心要义，有助于把握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战略方向，

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要对学术界关于工业化战略的一些评论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再评论，有助于理解

习近平“两个不能否定”的科学论断和从历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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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工业化的政治基础历史性地奠定了起来（林岗，2019）；此后的土

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又为工业化准备了基本条件，我国工业化从此开始走上独特的道路。它既

不同于西方工业化国家曾经走过的路，因为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市场方式实现的工业化；

也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曾经走过的路，因为那种工业化对民生问题考虑得太少，工业化

变成了国家军事化的助推器。它是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那个特殊年代形成的工业化思想

及其政策化基础上开辟的独特道路。在这当中，毛泽东工业化思想起了主导作用。毛泽东工业

化思想由来已久：它开端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时主要受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影响，在革命

战争年代的工业实践中得到了反复锤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工业化思想深受列宁

和斯大林工业化思想影响，从苏联工业化实践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并且根据世情与国情变化加

以调整。特别是他在 1956 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不仅书写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序篇（顾海良，2016a），而且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业化勾勒出了宏伟蓝图。历史业已表

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业化还取得了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发展速度，为现代化

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朱佳木，2002）

针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78 年）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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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业化思想，国内外文献已做了很多研究（王赟鹏，2017），一些重要特征得到了揭示和分析；但

是，一些不切实际的评论在学术界广为流行，有待我们去澄清和纠正。那些评论之所以产生和流

行，其原因固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最重要的一点是研究者局限于单一学科而进行片面分析。单一

学科分析的优点是可以在专业范围内做得比较深入，但对其他方面难免有所忽略。改革开放后，

经济学成为我国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但是，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依然单薄，特别是经济学家

较少从国家发展战略角度考虑自己面对的经济问题；即使对国家发展战略有所关注的经济学家

也局限于经济发展战略，没有进一步从大战略角度全盘考虑国家发展和国家竞争等更加宏观和

复杂的问题。而这正好是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特别是其核心毛泽东）考虑问题的基本思路。由于

专业研究者并不具备毛泽东那样既宽广又深邃的大战略眼光，以致在研究中变成了摸象的“盲

人”，仅仅关注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某些层面并进行片面评论，在经济分析中抽象掉了历史因

素。例如，抓住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工业化实践中效率偏低的问题不放，以市场效率为参照，几乎

完全否定为我国后来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为了展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思想的全貌，我们回到真实的历史场

景，站在大战略高度深刻理解它的精髓。为此，我们需要注意经济战略思想的三个基本层面（伍

山林，2017）。一是经济战略环境判断。对此，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特别是毛泽东有其独到

见解：主要是中国作为一个在生产力水平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国，必然遭遇来自资本

主义世界的打压以及社会主义阵营中先进大国的威胁，安全问题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需要特别重视的大问题，工业化战略的制定和实践主要是为了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二是

经济战略目标设定。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经济战略环境等决定了一定时期之后打算实现怎样的

经济战略目标。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远景目标是通过半个世纪努力，至新世纪初（即 2001 年）把中

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①三是经济战略行动选择。这是由前面两个基本层面和

客观可能性共同决定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成为当时的基本共识。必须指出，无

论在坚守初心和追求目标方面，还是在形势判断和行动选择方面，毛泽东都有超群绝伦的独特

之处和跨越时空的预见性。对于毛泽东工业化思想，我们要明了其战略逻辑，进而系统阐述和深

度挖掘其丰富意蕴。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调整。其中最重要特征

是：在全球经济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板块性下沉”，尽管美国基本上保住了原来的份额；新兴

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特别是中国的份额稳步上升。这种调整的结果是中国力量

向美国快速逼近，美国霸权焦虑日甚一日。与此同时，美国进一步“去产业化”，而中国已经成为

全球最大工业国。在国内，改革 40 多年来，一方面，体制性、周期性、结构性矛盾累积起来，需要

在新的经济战略引领下加以解决；另一方面，我国尽管已经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但还需继续努

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现在，我们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鉴于中美两国的合

作与竞争呈现出新的特征和复杂性，在新发展阶段我国要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上把安全提升到新

高度。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业化思想特别是首重安全和兼顾发展的战略逻辑，有助

于通过新型工业化道路把我国从工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强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工业化思想：形成背景

毛泽东 1956 年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系统表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业化思想。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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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根据形势发展进行战略思考取得的重大成果。其形成背景主要是：

（一）现实环境呼唤战略思考

中国工业化的真正起步，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开始算起。如下三个方面对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是中国人民虽然“站起来”了，

但是新生共和国还存在一个在波诡云谲的国际环境下怎样才能“立得住”的问题。这就需要工

业特别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实支撑。二是我国工业底子薄，科技水平低，因此

也像当年苏联那样，快速发展现代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和重工业，成为攸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杨培新，1955）。三是对外关系具有很强的非对称性，即西方对华实行禁运和封锁，我国只能从

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那里，才能得到发展现代工业所需的智力、技术和设备支持（后来这条

渠道也被堵死，我国只有依靠自力更生）。

经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后，我国很快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从 1956 年开始又进入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经验对我国的影响增加，我国选择了计

划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战略和工业化模式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构建起来的，可总结为计划经

济体制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需要注意的是，我国那时制定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战略必须考

虑安全和发展两大关切。从安全维度看，主要是新中国成立至 1956 年，龟缩于台湾地区的国民

党试图反攻大陆；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在“冷战”体制下对我国采取敌对态度。从发展维度看，

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伊凡诺夫，1958），新中国面临与当时苏联

大致相同的任务，可以借鉴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之，在安全压力的促使下，在榜样力量的示

范下，在具体国情的要求下，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工业化模式确定下来了。

（二）工业化思想的积淀和推进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苏区、边区、解放区发

展现代工业，对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充满了期待。以 1945 年毛泽东为“七大”所作政治报告即《论

联合政府》为标志，新民主主义工业化思想得以形成。这份文献除了借鉴孙中山工业化思想和阐

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的基本方略之外，特别强调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的基本条件，即形成“耕者有

其田”的土地制度，以及它的政治基础，即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此后至

新中国成立，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断攻占大城市，接收工业企业、保证和发展工业生产等又为

新中国工业化积累了实践经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思想除了来源

于孙中山工业化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思想和实践经验之外，主要来

自列宁和斯大林的工业化思想和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经验和自身实践经验。在这个时期，中国

共产党的工业化思想既具有连续性又具有独特性。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土地改革是工业化的基本条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

民经济恢复时期，这个方面的继承特征尤其明显。因为在与苏联就工业化问题展开工作接触和

以 156 个项目为代表的经济合作提上日程的同时，国家还在为工业化准备土地改革这个基本条

件，即在全国农村推行“耕者有其田”制度。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设想的机制是我国农业劳

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农民为工业部门“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①

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行为选择的结果。然而，这种土地制度对于支持快速工业化特别

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被认为并不是合适的安排。因此，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后，重要任务

之一是为快速实现工业化创造基本条件。就农村土地制度而言，主要是通过合作化运动促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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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公有化，为农业使用大机器创造条件。毛泽东 1955 年 7 月 31 日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

总结性地提出关于“两个革命”的学说。他说：“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

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

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①这里社会制度方面的革命是指生产资料公有化，生产技术

方面的革命是指工业化和生产技术进步。第一个革命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必须完成的任务，第

二个革命是此后很长时期都要推进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以 1956 年为起点研究社

会主义工业化问题。

（三）发表讲话之前铺垫充分

铺垫之一是前期已有了一系列相关论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系列论述，已为毛泽东写作

《论十大关系》埋下了伏笔。1949 年 12 月 14 日，毛泽东在《关于土地改革和财经工作》中指出，

“在工商关系中，应当工业是中心，因为工业是生产价值的。”②在 1950 年 1 月 3 日自莫斯科发给

中央的电文中，毛泽东表达了向苏联借款和与其签订民航协定（有利于建设中国航空工业）等意

见。③1950 年 6 月 23 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二次会议闭幕词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土地改革将使

我国工业化获得基本条件，工业化必须依靠农民。④至 1951 年 12 月，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

已形成共识。当时预期从 1953 年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准备用 20 年左右时间实现工业

化；工业化不仅针对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还包括轻工业；为了完成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重工业

和国防工业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发展；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需要很多资金，它只能来自增产

节约。⑤1954 年 9 月 15 日毛泽东在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

家而奋斗》中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

度的伟大的国家”。⑥

铺垫之二是各种条件已经准备就绪。写作《论十大关系》之前，国内相关形势发展主要是：

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生产资料公有制逐渐建立起来了；由周恩来和陈云主持的“一

五”计划，已于 1955 年 7 月经全国人大第一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要求以苏联帮助设计的 156 个

项目为中心，围绕限额以上 694 个项目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建设；全国经济形势总体上大为好转。

因此，进入 1956 年后，毛泽东认为我国即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必须把一些基本问题讲清

楚，其中焦点是工业化问题。由于形势发展把如何确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工

业化模式摆到了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前，《论十大关系》应运而生。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泽

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同年 5 月 2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作

了进一步阐述。几经征求意见和修改，1976 年 12 月 16 日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得到他最后肯

定和确认的文字版（孙佩，2014）。由此可见，他对这篇文献不仅特别看重，而且非常谨慎。因此，

我们可以说《论十大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序篇；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实现第二次结合，目的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

《论十大关系》是这次结合的奠基之作（顾海良，2016b）。重要的还有，我国此时对于苏联的社会

主义建设已有所反思，按国情世情办事已经成为当时的重要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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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化思想：内容与补充

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目标融汇在四个现代化之中，它给出的时间节点是到 21 世纪初（即

2001 年）把中国“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①其起点是“一穷二白”，②其借鉴策略是学习

一切民族和国家（包括苏联）的长处，它的原则可以总结为首重安全和兼顾发展，它的主要内容是

“三个并举”。在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之后，毛泽东对工业化思想又进行了调整和补充。

（一）主要内容：“三个并举”

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三个并举”。在《论十大关系》中，“三个并举”思想在第

一、第二、第三大关系中得到了集中阐述，依次概括为农、轻、重并举的产业发展思想，沿海与内

地并举的区域发展思想，经济与国防并举的强国发展思想。毛泽东十分看重“三个并举”思想，

后来进行了补充和深化。例如，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在中国实行的

几个“并举”中以工农业并举最重要；根据苏联和我国经验，只有农、轻、重同时高速发展，才能既

迅速发展重工业又不断改善人民生活。③

1. 农、轻、重并举的产业发展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重工业是我国经济建设的

重点；二是发展重工业的时候，不能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生产；三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

必须平衡发展；四是要利用农业和轻工业积累更多更快的特点，通过加大农业和轻工业投资比

重更好地发展重工业。从长期来看，只有这样，才能使工业化拥有牢固基础。这样的工业化，既

可避免像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片面发展重工业而把人民生活搞得很苦的弊端，又可使国民经济

驶入一条良性发展的轨道。④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

东进一步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

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⑤他

在讲话中还强调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随着经济发展将变得越来越明显，我国达到

那个阶段后重工业将加速发展。由此可见，毛泽东认为我国工业化必须秉持协调发展观、系统发

展观和动态发展观，要处理好工业化与民生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这是

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以重工业为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按比例发展

规律的灵活运用（郑莹和张彦博，2013）。在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新中国成立后与苏联工

作接触最多的周恩来尤其看重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点，认为我国“更要加速发展重工业以加强

国防”。⑥

2. 沿海与内地并举的区域发展思想。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内容：一是我国当时工业空间分布

不平衡不合理，即沿海占 70%，内地只有 30%；二是必须充分利用沿海已有的工业基地，同时大力

发展内地工业；三是必须珍惜难得的和平时期，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四是

新的工业大部分要摆在内地，通过平衡工业空间布局以利备战；五是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老底

子，为内地工业发展提供资金、技术和人才等。⑦由此可见，毛泽东其实认为我国必须从安全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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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两个维度进行权衡，形成合理的工业空间结构。所谓合理，乃在于与希望达到的目标相比，相

关的安排是妥当的。另外，区域发展从来都不是独立于产业发展的，而是要使产业发展在空间上

实现合理的分布。这样的分布既可以通过产业的空间布局来形成，也可以通过产业的市场扩散

来形成。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第四条，新中国成立之后一度把它看得过重了。毛泽东后来对此进

行了反思。他说：“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一九五七年以前没有进行什么

新建设，整整耽误了七年的时间。一九五八年以后，才开始在这些省份进行大的建设，两年中得

到很快的发展。”①这也意味着，在工业化过程中兼顾沿海和内地是一个重要但又很难作出决断

的问题，需要不断调适。

3. 经济与国防并举的强国发展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尽管我国当时已有一定

的国防力量，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已能生产飞机和汽车等，但还没有尖端武器（如原子弹），我们今

后要加强先进军事工业；二是只有通过压缩军政费用，抽出更多资金增加经济建设费用，才能最

终使国防费用得以增加和军事工业得以加强，通过多开工厂和多造武器达到前述目的。②对于上

述思想，毛泽东后来作了进一步强调。1958 年 6 月 17 日他在《独立自主地搞建设》中指出，“没有

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③这种思想其实早已形成。例如，1950 年 9 月 25 日他在《在全国

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的祝词》中就说：“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

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④由此可见，经济与国防并举的思想在毛泽东那里一以贯之。在他

心目中，不仅安全与发展必须兼顾（在执行过程中因形势变化而变成了首重安全和兼顾发展），而

且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只有抓好了发展，安全的基底才更加牢实；安全是发展的保证，只有做到

了安全，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朱德在谈学习《论十大关系》的体会时高度认同这一点。他说：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不是平行的，而是相互适应的。民用工业和国防工业应该结合起来，使二

者能够在平时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战时迅速地转向为战争服务。最新式的技术装备要研究制造，

基本的军事工业（如航空、造船、无线电、坦克等工业）要搞起来，搞起来有备无患。”⑤

（二）若干重要补充

在工业发展中比例和门类是两个基本维度。毛泽东对比例问题论述得非常多，对门类问题

的论述隐含地体现在文意之中：（1）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是计划经济工作中要把握和参考的重

要规律，其中最大比例是农、轻、重关系。在《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中，毛泽东在谈到综合

平衡问题时说，“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

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⑥他对苏联

经验在中国的适用性持谨慎态度。在他看来，我国消灭私有制以后，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做

到相对平衡，但局部不平衡是难免的。（2）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

规律，如何把握好比例关系要在实践中妥善解决。在他看来，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

展 重 工 业 ， 其 缺 点 是 过 分 强 调 重 工 业 优 先 增 长 ， 在 计 划 中 把 农 业 给 忽 略 了 。 其 结 果 是 在

1925−1957 年，苏联生产资料生产增长 93 倍，消费资料生产仅增长 17.5 倍。苏联生产增长差距

这么大，也就引出了对重工业发展是否有利这个问题。我国要农、轻、重并举，使重工业长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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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9 页。

②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7-28 页。

③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80 页。

④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5-96 页。

⑤ 参见朱德：《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党的文献》2007 年第 3 期。

⑥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0 页。

•  24  •



发展。①鉴于比例的形成和调节要由投资来实现，也就存在一个如何确定积累和消费比例的问

题。（3）工业门类是确定比例的基础。比例既由目标决定，又受各门类关系的影响。一张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部委沿革表（《国家人文历史》编辑部，2014），清楚地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

建设时期产业门类设置的宏观考虑及动态变化。在各个门类中，重工业与军事工业联系最紧

密。196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八个机械工业部同时并存的局面（黄金生，

2014）。其中，除第八机械工业部由毛泽东 1959 年力主成立的农业机械部更名而来之外，其他机

械工业部都与国防工业有关（其中一些部也包括了民用工业）。

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后，毛泽东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发展对他的工业化思想又作了进一步

补充和调整：（1）除我国自身努力之外，还要争取国际力量支持。例如，毛泽东 1956 年 4 月 29 日

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指出，“中国现在在经济上文化上还很落后，要取得真正的独

立 ， 实 现 国 家 的 富 强 和 工 业 现 代 化 ， 还 需 要 很 长 的 时 间 ， 需 要 各 国 同 志 和 人 民 的 支 持 。”②

（2）要向先进国家学习工业化经验。例如，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后很快就变成了强大的工业

国，我们要学习其先进而不是落后的经验，但不能照搬。③（3）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面临一个相

同的任务即实现工业化。中国人民有无穷的力量，有苏联和兄弟国家援助，在世界上有同情者，

我国能够一步一步地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④（4）我们不能在苏联和

美国之间当中间派，帝国主义从来也没有为我们设计过（我们还不会设计的）化工、钢铁、炼油、坦

克、汽车、飞机等大工厂，我们要平等地和苏联靠在一起。⑤（5）在重工业发展中，从照搬到领会有

一个过程。1958 年 3 月毛泽东在《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设计、施工、

安装等开始时自己都不行，只有硬搬；但慢慢地，情况变了，大企业设计施工，一般来说可以自己

搞了，至于装备，再过五年差不多也可以自己造了。（6）根据战备需要，从产业和区域两个维度调

整工业布局。从 20 个世纪 60 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周边安全形势开始紧张起来。毛泽东从经济和

国防并举的角度对我国工业空间布局以战备为重点作出重大调整（张全景，2016）。这次战略调

整使“三五”计划从“吃穿用计划”变成了“战备计划”（陈东林，1997），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工业空

间布局，为后来的西部大开发乃至“一带一路”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工业化思想：来源与综合

（一）工业化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来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具备了工业化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

的所有制基础也奠定起来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工业化思想从孙中山那里多有借鉴

不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其中，将重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心看待，在理论上还可以追溯到列宁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

长的学说。这个学说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了高度重视，取得了伟大的工业化成就。但这

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当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不能形成合理比例时，不仅人民

享受不到经济增长本来应该带来的好处，而且会对重工业长期发展产生拖累。因此，在社会主义

革命与建设时期工业化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虽然对列宁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学说深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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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但苏联工业化过程中的弊端也引起了他的警惕。这在《论十大关系》中已初现端倪。苏联《政

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中国出版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 1959 年末至 1960 年初分别组织读书

小组，边学边议。毛泽东读书小组针对苏联工业化过程中的利弊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农、轻、重并

举的产业发展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确认。毛泽东指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

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它的社会生产也不能不断增

长。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

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①可以这样说，“师苏而不泥苏”是这个时期毛泽东工业化思

想的一个鲜明特征。

（二）领导集体工业化思想的综合

但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的最重要来源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的伟大实践。避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现代工业的经验不谈，单就发表《论

十大关系》讲话之前几个月而言，中央政治局就听取了包括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外贸、财

政、银行等三十四个部门在内的工作汇报。②当时，与经济工作联系最为紧密的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陈云等是听取汇报的密集参与者（见表 1）。因此，毛泽东工业化思想一定程度上是那一

代领导集体工业化思想的集中表达，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表 1    毛泽东写作《论十大关系》之前听取各部门汇报的部分记录

听取意见时间 主要参加人员 汇报部门/人

3 月 2 日下午 毛泽东、周恩来、陈云 地方工业部、轻工业部

3 月 4 日下午 毛泽东、周恩来、陈云 手工业管理局

3 月 15 日凌晨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云 罗瑞卿

3 月 19 日、20 日、21 日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 国务院五办

3 月 26 日下午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 商业部

3 月 27 日下午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 外贸部

4 月 9 日下午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 李先念、财政部

4 月 10 日下午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

4 月 11 日下午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 中国人民银行

4 月 18 日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 李富春

　　注：根据《陈云年谱》（中卷）梳理（上表仅列出有陈云参加的 12 次汇报）。
 
 

1. 领导集体主要成员的相关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和国家领导集体主要成

员的工业化思想具有相当多的共性。他们的工业化思想通过“五年计划”等一系列政策化过程，

对我国工业化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他们的工业化思想在精神实质相同的基础上又存在

一定的差异：（1）刘少奇的相关思想。早在 1950 年，刘少奇就描述了我国工业化过程的基本道

路：恢复有益于人民的经济事业，使工厂尽可能独立地进行生产；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和轻工

业，同时建立必要的国防工业；以更大的力量建立重工业基础并发展重工业；在重工业基础上大

力发展轻工业，使农业生产机器化。③这是党内第一次明确提出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

顺序发展工业的主张。刘少奇认为不同社会制度下人民生活改善存在重大区别，资本主义工业

化通过剥削工人来筹资，工人生活得不到改善；社会主义工业化尽管需要通过节约来筹资，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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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1 页。

②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 页。

③ 参见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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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活可不断改善。（2）周恩来的相关思想。他提出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和以农业为基

础的思想，认为我国工业化要依靠重工业。他率领政府代表团赴苏联，希望苏联政府协助我国解

决诸如地质勘探、工业设计、工矿装备、器材定货、技术援助和贷款等方面的问题，并且就 156 个

工业企业的设计与施工、向我国派遣专家、培养中国的人才（经济、技术、科研等方面）、提供技术

资料和科技援助等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周恩来既为我国重工业发展奠定了工作基础，又为毛泽

东工业化思想的落实提供了实践支持。（3）陈云的相关思想。陈云早就认识到机器对发展工业

的 重 要 性 ， 在 革 命 战 争 年 代 就 提 出 了 （ 并 且 得 到 了 毛 泽 东 认 同 ）“不 要 打 烂 机 器”的 观 点 。 ①

1956 年 4 月 1 日至 6 日陈云在对越南进行不公开访问时说：“工业化不外三条路：重轻并进，先

重后轻，先轻后重。……（越南）可选择的只有第三条路。先搞轻工业，是为了搞重工业，可考虑日

用工业品、有原料有销路的出口品工业、必须和可能搞的重工业这个次序来使用力量。”②由此可

见，他们的工业化思想在大方向一致基础上各有侧重。与毛泽东相比，刘少奇更重视农业和轻工

业，周恩来更重视重工业；最终，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上又统一了认识。工业化思想的一致性

和经济发展战略的统一性，有助于我国快速推进工业化。

2. “三线建设”：工业化策略的调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工业化思想，尽管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就基本上确定下来了，但是此后的形势发展要求对工业化策略进行一定的调整。

在那个年代，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和社会主义国家，面对的战略环境变幻莫测。一旦周边形势变得

严峻起来，就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安全问题上。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相继出现的局势是：南有

美国通过越南对我国构成的战略压力，西有印度不断觊觎我国领土，北有苏联大兵压境，东有台

湾地区叫嚣反攻大陆，更有主要大国试图对我使用核武器。彼时，在安全问题上，我国既有来自

超级大国的威胁，又有周边国家的骚扰，还有其他政治势力的挑战。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必须

做好备战准备。为此，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作出重大战略抉择，决定进行“三线建设”。“三

线建设”是“新中国建设史上的重要篇章”。③当时，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特别是毛泽东、刘

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是从战略高度看待这个问题的。“三线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备战

（Xu，2020），但客观上改变了我国工业空间布局。曾培炎后来回顾说，“三线建设”是“中国工业

建设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西移’”，“对于西部地区发展的实际作用超过了当年所说的战备意

义”。④宋平也回忆说，“三线建设实际上是解决了工业的布局问题，大搬迁是发展内地最快的办

法”，而且“三线的搬迁加快了西部的发展。因为搞三线不单是军工，原来想的是搞军工，但军工

也要配套的，像钢厂、机械厂，配套的企业也要搬去，最好的设备移到那里”。⑤其实，我们可将社

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工业空间布局分成三个时期：1957 年之前，在沿海省份很少新增工业

建设，耽误了 7 年；1958 年至开始“三线建设”之前，我国在沿海地区搞了一系列工业建设，取得

了快速发展；在“三线建设”时期，重点地区得到资金、技术、人力等的倾斜性支持，我国工业特别

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从沿海向中部和部分西部地区转移和集中。

五、工业化思想：经验、困惑与再评论

（一）经验与困惑

我国 1949 年至 1978 年工业化的实践成果，为检验这段时间的工业化思想提供了经验证

伍山林、李宗圆：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思想的战略逻辑

①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66 页。

② 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38 页。

③ 参见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6 页。

④ 参见曾培炎：《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中央党史出版社 2010 版，第 32-33 页。

⑤ 引自武力等：《宋平谈三线建设及工业布局》，《国家人文历史》2014 年第 1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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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但是，这种检验必须从安全与发展两个维度同时进行，不可偏废。因为在那个时代，一旦安

全出了问题，就可能演变为颠覆性风险。这与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性是一样的。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当中指出，“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

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①在这两大维度中，发展这个维度关乎人民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安全这个维度关乎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感；这两大维度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

先来看安全维度。我国工业化建设为国家安全提供了坚实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后，我

国在波诡云谲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必须做到能够“立得住”，即在保持不被打倒的基本前提下

尽力争取较好的发展环境。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在清剿国民党残余势力、抗美援朝、中

印战争、抗美援越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另一方面，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安全形势恶化至中

美关系真正缓和的 70 年代末期，10 多年时间里我国并没有出现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战事。

在安全方面取得这样的成就，对于一个与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制度差异性，从而长期遭遇资本主

义世界的封锁、禁运、包围、恫吓的经济不发达的新生共和国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对于一个在社

会主义阵营中坚持国家主权和走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国家来说，是极不容易的。因此，我们不能

不说那个时期中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快速发展和空间调整为取得上述成就奠

定了力量基础。或许有人认为避免战争发生与工业进步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但是历史经验

教会战略家们，重工业生产力“如钢铁产量经常被看作是反映……潜在的军事力量和工业化本

身的标志”，②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此十分清楚。这样的观念贯

穿在毛泽东工业化思想中，即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发展，都需要工业化（特别是重工

业）来支撑国家实力。

再来看发展维度。新中国成立至 1978 年，我国很多工业产品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乃

至到优的进步。在评估意义上，这包括从产出增长角度考察我国工业化速度，从效率角度考察它

究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对此，一个基本认识是当时的工业化道路使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

了初步工业化任务，但也付出了效率偏低并且逐步下降以及结构失衡的代价。一方面，工业部门

相对较快增长。1952 年我国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是 35.5%，到 1958 年上升至 53.5%，到

1978 年进一步上升至 57.3%。各主要工业品在 1978 年之前都实现了快速增长（见图 1）。另一方

面，从效率指标看，基本上处在较低水平，且有下降趋势。在最重要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中，

1952 年至 1978 年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利润率从 19% 下降到 15.9%，每百元固定资产净值利润率

从 28% 下降到 22.9%，每百元固定资产净值实现的利税从 37.1 元下降到 35.3 元，每百元全部资

金实现的利税从 25.4 元下降到 24.2 元；1953 年至 1978 年能源的国民经济效益系数从 1 310 元

/吨下降到 527 元 /吨，铁矿的国民经济效益系数从 3  316 吨 /万元下降到 1  184 吨 /万元（吕政等，

2003）。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工业产出快速增长与效率停滞不前甚至下降

同时并存。这给评价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所采用的经济体制带来了困惑。

从战略上说，工业产出快速增长意味着国家实力快速提升，这有利于夯实安全根基；从经济

上说，工业效率停滞不前甚至下降，意味着计划经济体制和（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效率上没

有优势，条件成熟之后有必要对它（们）进行改革。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围绕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

建设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乃至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展开激烈争论，就与上述经验也即规模快速

扩大但效率不进反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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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 480 页。

② 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王保存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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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52−1978 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长情况

注：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对学术界两类评论的再评论

对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经济学家有很多评论。其中，否定的声音占了上风，充斥着很多

不切实际的质疑；支持的声音比较小，其中还有不少不到位的地方。

1. 对学术界否定性评论的再评论。主流观点认为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一系列经济

问题。比如说这个战略严重偏离比较优势原则，导致资源错配，企业自身能力不强，收入区域差

距与资源禀赋区域差异不匹配，是失败的发展战略。一是把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发展战略直接

称为“毛泽东式的发展战略”，认为这种发展战略高度依赖资源再分配手段以缩小区域差异（Yang，

1990）。二是在比较意义上认为，中国大陆采用赶超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进口替代型战

略），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采用比较优势战略，它们取得了更大经济成功。后面这种发展战略

使经济发展在每个阶段都发挥当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并且提升资源禀

赋结构（林毅夫等，1999）；我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

与由要素禀赋空间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相背离，导致大量赶超型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区域发展

水平至 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仍存在不合理差距（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三是认为那是一条

“旧型工业化道路”，它“片面追求经济结构的重型化，已造成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下降、技术创

新的滞后”等弊端（吴敬琏，2005）；认为这条工业化道路所倚重的理论基础，比如说列宁的第Ⅰ部

类优先增长规律（即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增长最快，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增长次之，消

费资料增长最慢）和霍夫曼关于工业化过程的四阶段论（特别是后来学者演绎出的“霍夫曼定

理”，即工业化后期将是重工业化阶段，重化工业将成为国民经济主要部门并且带动整个国民经

济增长），并不适合第二次产业革命后经济增长模式的新发展（此时增长主要来自效率推动）。

对于上述观点，我们认为：首先，它们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主要从发展维度进行分析，

殊不知保障安全使国家“立得住”在特定时期里比提高经济效率更为重要。其次，在那个时代，

并不是我国没有积极性形成开放型经济，而是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使我国不得不依靠自力更

生来发展经济。其实，在开放经济中才有可能（也仅仅是可能）具有适用性的比较优势学说，在当

时的中国并不存在现实的土壤。最后，拿中国大陆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作比较并不妥当。因

为除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差异外，它们与中国大陆在诸多方面并不相同：一是它们的人口规模

比中国大陆小很多；二是它们的安全环境与中国大陆的大不相同，它们可把精力放在发展上；三

是它们从国际循环中获得的支持与中国大陆大不一样。它们能同时利用区域内和国际两个资源

两个市场，而中国大陆在那个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办法很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

或许有人会说，中国当时在国内合理利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方式发展经济和进行工业化不是更好

吗？确实，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效率比以前大幅提升

（张斌和茅锐，2016）；但是，我们不能把改革开放之前 30 年效率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不恰当的归

因。那时，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市场经济体制谋取安全和发展，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成功的先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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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借鉴，我们不能要求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革命家立即找到一种能够同时合理利用政府和市场

两种作用的全新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尽管如此，那个时代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很多方

面依然值得肯定。因为虽然没有实现效率目标，却主要通过计划方式在工业化速度和规模等方

面实现了安全目标。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尽管导致了效率损失，但

在安全方面得到了极大补偿。因此，针对那个时期的经济体制以及工业化战略，我们需要进行历

史唯物主义的而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评论（何玉长和李波，2020）；我们必须跳出单一学科（比如

说经济学）的局限，承认经济发展战略和工业化的目标具有多元性，即它并不是只追求效率这一

个目标，其他目标同样是重要的并且具有不可替代性。

总之，学术界的上述否定性评论，没有从多个维度评价我国在那个时代的工业化战略；没有

注意到或回避了那个时代我国存在诸多安全担忧并且需要通过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来

解决；仅仅根据抽象的经济理论去评论具有多重意义的工业化战略；没有从包括经济和非经济

在内的整体效率的角度评论我国那个时代的工业化战略；没有注意到那个时代的封闭经济是外

部世界强加的事实；在比较对象选择上也存在不一致性等问题。因此有必要予以纠正。

2. 对学术界支持性评论的再评论。另一支文献认为，即使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某些条

件下也是可以实现很好的结果的。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考虑到重工业投入对提高轻工业效率具

有迂回作用，重工业发展具有正外部性，适当偏向重工业可能有利于整体经济的发展。分析重工

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最优补贴期限和补贴率发现：在实际情形下，居民效用贴现值尽管比平衡发

展战略下的要低一些；但是，如果实行的是最优的赶超战略，那么与实际相比不仅可以缩短补贴

时间和降低补贴率，而且可以实现比平衡发展战略更高的效用贴现值（姚洋和郑东雅，2008）。与

此存在一定关联的另一种观点认为，重工业投资具有正的技术外部性，重工业投资和轻工业投

资具有正的金融外部性；如果重工业投资外部性超过轻工业投资外部性，就会出现私人对重工

业投资不足的问题，这就需要对重工业投资进行一定（公共）的补贴；并且，随着经济发展，重、轻

工业投资外部性差距越来越小，对重工业投资的补贴也可越来越小。这种观点的言下之意是我

国改革开放之前经济之所以低效率，并不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方向上出现了什么问题，而

是由于没有找到最优重工业发展战略和投资方案（姚洋和郑东雅，2007）。其实，毛泽东关于农、

轻、重并举的、以重工业为重心的工业化思想已经考虑了迂回作用和外部性，只是在工业化实践

中对各个产业的投资难以找到最优的比例而已。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新中国初期尚未达到实施

比较优势战略的门槛，国家政权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这些约束内生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当

时，政府效用水平与重工业发展程度具有正向关系，在政府效用最优化动态路径上，重工业资本

存量占比随劳动密集型部门资本产出弹性上升而下降，随资本密集型部门资本产出弹性上升而

上升，重工业资本存量占比与全社会总产出之间呈倒“U”形关系（邓宏图等，2018）。

上述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从经济学角度论证重工业优先发展作为最优发展战略的（相对）

存在性，并没有将安全目标纳入模型进行考虑。这是这类模型的最大不足。我们在前面已经强

调，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战略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与苏联在工业

化过程中把人民生活搞得很苦不同，而是尽量兼顾安全和民生两大关切。诚然，为了给重工业发

展积累资金，我国从农业和轻工业抽取了大量剩余，轻工业和农业为工业化做出了很大牺牲。从

国家整体角度来看，当时之所以那样做，乃在于安全成为迫在眉睫的重大关切，不得不牺牲农业

和轻工业的利益以加快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先站稳脚跟，图存之后再谋长远。因此，忽略

安全问题的任何建模，都是脱离了那个时代的实际的。第三种观点尽管建立在同时考虑安全需

要这个必要基础上，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抽象化的模型分析，只是对现实的一种简单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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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不了针对复杂现实的历史和战略分析；而将比较优势纳入考虑，又要以开放经济为前提，而

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总之，评论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必须把握一个原则，即在探寻

它的经济逻辑的同时，还要探寻它的安全逻辑。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我国选择重工业优

先发展战略的基本逻辑是首重安全和兼顾发展。

六、几点启示

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思想的目的之一是回望历史，深刻理解那

个时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战略思维，从历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另一个目的是澄清可

能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危害的片面认识，避免误导。

一是要从战略高度理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工业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在党和国家领导集体

的战略站位上，安全和发展是两大基本维度；仅仅考虑其中一个维度，对于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是

有害的。他们的工业化思想，既赋予了发展工业的经济意义，又赋予了发展工业的安全意义。具

体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由于经济战略环境具有特殊性，有必要作出首重安全和兼顾发

展的战略权衡。这就是那个时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基本逻辑。因

此，对于那个时代我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如果我们单纯从经济学角度进行评价，把这个发

展战略想要实现的安全（或非经济）目标及其价值抽象掉，必然不能形成全面深刻的认识，必然引

出一系列片面、错误和有害的观点；当然，辩证地看，这样的评论也并非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一旦

战略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发展这个维度在目标体系中更为重要，这种评论当中的一些观点就具

有了启发意义。由此也就可以理解，紧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之后，接踵而至的为什么是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因为到了这个新时期，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我

国经济建设可以转移到加快发展这个中心任务上。

二是要把我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作为长期战略方向。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即已认

识到我国的农业经济敌不过外国的工业经济，①从而需要快速发展工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根据地、苏区、边区、解放区工业化和工业实践的中心任务是保证革命战争胜利，将我国从农

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还只是远景目标。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由于工业化的基本条件和政

治基础奠定下来了，将我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已可付诸实践，尽管受战略环境和战略行动

的约束，我们在战略目标上不得不首重安全和兼顾发展，以致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过程经

历了种种曲折。对于这些曲折，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其一，与这些曲折相伴随的是，在社会主义革

命与建设时期，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得到了延续，并且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机遇；其

二，经济效率趋势性下降意味着经济发展不可持续，这就提醒我们一旦经济战略环境发生改变，

可以将发展目标看得更重，我们就应对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以及工业化战略进行必要的调整。

其三，我国变成工业大国之后，在工业国建设战略方向上尚需更进一步，朝着工业强国战略方向

迈进。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的阶段。

三是要根据形势变化对工业化战略进行一定的调整。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重工业

优先发展战略也具有根据形势变化进行一定调整的灵活性（如通过“三线建设”调整工业区域布

局），以保证不出现颠覆性风险。这一点对于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构

建新发展格局来说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我们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办

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针对“十四五”时期我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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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发展必须“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以及“实现更高质量、更有

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因此筑牢新发展格局的安全基底，在今后一个时

期里将成为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伍山林，2021）。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将工业化

与安全紧密联系起来的战略思维和实践给我们如下启示：我国今后必须走建设制造强国的新型

工业化道路，将战略性制造业推进到全球领先水平（王岩和许彩俊，2020），打造具有发展韧性的

工业体系，使工业在整体规模和空间布局上适应安全和发展双重目标，为实现内外循环“双畅互

促”新格局提供物质技术基础和体制机制保证。

四是洞悉工业化思想的战略逻辑有助于深化理解“两个不能否定”的科学精神。我们要用

历史、实践、辩证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3）。在改革开放

前后两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思想具有不同的战略逻辑。其中，最明显的差别就是安全和

发展这两大维度在目标体系当中具有并不相同的重要性。因此，对于工业化战略乃至经济发展

成就，如果用前一个时期的否定后一个时期的，或者用后一个时期的否定前一个时期的，都不符

合历史唯物主义（向国成等，2019）。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思想和实践

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由于在恶劣的战略环境下必须首重安全，工业化战略也就不得不牺

牲一定的发展目标；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战略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并且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工业化战略已经可以更多地瞄准发展目标。可以假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采用市场经济体制，按照效率原则在国内大循环中发展经济，国家安全目标能否得到保证将成

为大问题，而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同时，以效率为原则引起的两极分化是否对基本民生构成更

大的威胁也将成为大问题，而民生堪忧又易导致社会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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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c Logic of Industrialization Though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Focusing on Mao Zedong’s
Works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Wu Shanlin1，2,  Li Zongyuan1

(1. School of Economics，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2. Institu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China)

Summary:  From 1949 to 1978，or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first generation of collective leadership formed a unique industrialization thought system.

Through the related policy，the industrialization thought system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actice，and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 independent and relatively complete industrial system had

been established. Their industrialization thought is embodied mainly in the strategy of prioritizing the develop-

ment of heavy industry，and the strategy is the main body of China’s grand strategy.

During the above period，the strategy of priorit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y played an import-

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At that time，we must carry out the ownership revolu-

tion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socialist industrialization，and the revolution was complete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1950s. On the other hand，we must carry out a revolution in production technology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

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productivity. At that time，under the specia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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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environment，in their point of view，secur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develop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so they adopted the strategy of priorit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y，and the strategy is based on

Mao Zedong’s thought of “thre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s”，which is the main content of his economic stra-

tegic thought. The thought of “thre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s” refers to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ought

of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light and heavy，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thought of simultan-

eous development of coastal and inland areas，and the powerful country development thought of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national defense.

Although the strategy of priorit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y has realized security objectives

through develop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cale，it has not achieved the efficient economic results which are

comparable to the market economy. Some economists made negative comments on this development strategy

mainly on this ground. Such an evaluation is only valid in the sense of economics. This also suggests that once

the conditions are ripe，China will carry out reform and opening up. However，from a strategic perspective，this

evaluation is one-sided，because it takes no account of the most urgent security objectives of that era. And，in

the present and future process of new industrialization，we still need to make strategic trade-offs between se-

curity and developmen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Key words:  Mao Zedong；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of priorit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y；

 planned economy；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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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s thought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is also driven by the goal orientation of people’s

interests in the New Era and the self-conscious change of ideology，all of which constitute the special connota-

tion of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is paper could be concluded in three aspects：First，it comb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PC’s thought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periods，which enriches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CPC’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ought. Second，it clarifies the transformation logic of the

CPC’s thought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which is conducive to deepen the scientific under-

standing of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formation logic of the CPC’s thought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rd，i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PC’s thought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

velopment，such as regularity，strong consciousness，high adaptability and consistent value orientation，which

will strengthen the study on the advantages of both the CPC’s leadership and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ought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evolution thread； transformation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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